
【环境伦理学】

道德关怀范围的持续扩展

———从非人类动物到无生命的机器人

杨通进＊

　　〔摘要〕　人类道德进步的历史就是道德关怀的范围不断扩展的历史。环境伦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是，区分了道

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扩展到了人类物种之外的自在物。当代机器人伦理学接过环境伦理学

扩展道德关怀的接力棒，不仅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从自然存在物扩展到了作为人工制品的机器人，还把道德行为体

的范围扩展到了具有道德功能的社会机器人。随着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道德行为体和五类

不同的道德承受体。为了应对伦理共同体成员的增加所带来的伦理挑战，需要建构具有拓展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

后科学主义与全球主义性质的新型伦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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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关怀是指道德行为体对伦理共同体中

的其他成员所给予的某种符合道德要求的待遇

（ｍｏｒ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纵观各民族以及人类社会

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比较清晰的线

索，即道德进步的历史就是道德关怀的范围不断

扩展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到２０世纪六七十年

代，人类的道德关怀完成了从家庭到家族、从氏

族到种族、从种族到民族同胞再到所有人类成员

的扩展过程；从１９世纪中叶开始，人们的道德关

怀范围开始突破人类的界限，逐步拓展到人类之

外的动物、植物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大自然。近

年来，随着机器人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些高度智

能化的“机器人”已经或即将高度参与并介入人

类的私人生活与社会公共生活。于是，机器人是

否应当获得道德关怀的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

注，并成为近年新兴的机器人伦理学（ｒｏｂｏｔｓ

ｅｔｈｉｃｓ）的一个重要主题①。为厘清道德关怀的

扩展逻辑及其伦理基础，本文拟首先探讨道德关

怀的具体内涵，说明区分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

体的意义，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扩展道德承受体

与道德行为体之范围的伦理理据及其可能的限

度，最后探讨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给人类的道德

生活所带来的伦理挑战以及可能的应对策略。

一、道德行为体、道德承受体与道德关怀

　　 道德关怀（ｍｏｒ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或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这一概念是随着美国圣母大学教授古

德帕斯特发表的《论道德关怀》（１９７８）一文而逐

６０１

＊

①

　　＊　 作者简介：杨通进，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博士生导师（广西南宁　５４０００４）。

本文所讨论的机器人是以强人工智能为基础，在外表、行为方式、交往方式、思维与推理方式等各方面都与成熟的
人类个体高度相似的社会机器人。获得沙特公民资格的索菲亚和电影《机械姬》中的爱娃是本文所谈论的机器人的原型。

能够享有完整的道德地位的机器人将会是未来那些比爱娃更为先进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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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为当代应用伦理学（尤其是环境伦理学）的

一个重要概念工具的。在《论道德关怀》一文中，

古氏试图探讨的问题是：对于所有的行为体 Ａ

来说，Ｘ应当获得 Ａ的道德关怀的充分必要条

件是什么？在古德帕斯特看来，这里的行为体指

的是“理性的道德行为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ａ－

ｇｅｎｔ），而道德关怀指的是“实践意义上的最基本

的尊重”［１］。当然，就道德实践而言，尊重还是一

个比较抽象的原则；只有确认了尊重在具体的道

德实践中的行为要求，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尊重原

则的规范意涵。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我们需首先

澄清“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这两个关键

概念的内涵，才能真正确认尊重这一道德原则的

具体内容。

在当代应用伦理学领域，“道德行为体”

（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与“道德承受体”（ｍｏｒ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

是两个使用比较广泛且具有紧密联系的概念①。

道德行为体是指“所有具有以下这些能力的存在

（ｂｅｉｎｇ）：它能够做出道德的或非道德的行为，能

够具有责任和义务，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

任”②。这些能力可称之为道德能动性（ｍｏｒａｌ　ａ－

ｇｅｎｃｙ），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判断是非的能力；从

事道德慎思的能力，即思考和权衡赞成与反对各

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方案之道德理由的能力；根据

这些道德理由做出决定的能力；发挥必要的决心

与意志力来实施这些决定的能力；因未能实施这

些决定而对他人承担责任的能力［２］（８）。正常而成

熟的人类个体是典型的道德行为体。但是，并非

所有的人类个体都是道德行为体。有些人（如儿

童、青少年）是不完全的道德行为体，只对其行为

承担部分道德责任。有些人（如婴儿、智障人士、

胎儿）则不是道德行为体，不对其行为承担道德

责任。因此，“不能把人类种属简单地等同于道

德行为体种属。原因是双重的。首先，并非所有

的人都是道德行为体。其次，或许还存在非人类

的道德行为体”［２］（８）。

道德承受体指的是具有道德承受性（ｍｏｒ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ｃｙ）的主体，它们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道

德承受体“或许缺乏道德行为体的能力，但却拥

有道德行为体对其负有责任的实体身份”，因为

后者的行为能够使前者的福利或生存条件得到

改善或恶化［２］（９）。拥有正常道德能动性的人类个

体既是道德行为体，也是道德承受体，无疑应当

获得其他道德行为体提供的“道德服务”。但是，

那些只具有部分道德能动性的人类个体（如儿

童、青少年以及其他不正常的人类个体）甚至完

全不具备道德能动性的人类个体（如植物人、胎

儿、婴儿）也是道德承受体。不仅如此，“非人类

动物也是道德承受体”，道德行为体在进行道德

慎思时有义务把它们的利益也考虑进来［３］。因

此，道德承受体的种属比道德行为体的种属要更

为宽广。

毫无疑问，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都是道

德主体（ｍｏｒ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拥有道德地位，都是道

德共同体的成员，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道德行

为体对道德承受体所给予的最基本的道德关怀

就是“尊重”。泰勒指出，尊重是一种终极的道德

态度。“只要一个人的行为符合某一套规则所制

定的要求，他的行为就可以被认为是体现了尊重

自然的态度。”［２］（５５）因此，判断一个道德承受体是

否获得了恰当尊重的标准就是，道德行为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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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早年曾把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与 ｍｏｒ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分别译为“道德代理人”与“道德顾客”。在环境伦理学的语境中，人类
是唯一具有道德思维能力的存在者，他们代表地球上的所有存在物提出某种能够获得理性辩护的道德体系，并向那些有资
格获得道德关怀的“道德顾客”提供道德服务。因此，在环境伦理学的语境中，把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与 ｍｏｒ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分别译为“道
德代理人”与“道德顾客”不会引起太大的歧义（有学人曾对笔者的理解提出异议，参见姚晓娜：《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是道德代理人
吗》，《道德与文明》２０１０年第１期）。但是，在机器人伦理学的语境中，机器人也可能是 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因此，本文遵循多数
学人的惯例，把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译为“道德行为体”，并相应地把ｍｏｒ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译为“道德承受体”。

参见〔美〕保罗·沃伦·泰勒：《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雷毅、李小童、高山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第８页。译文略有改动（后文的改动不再注明）。泰勒使用的两个术语是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与ｍｏｒ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尊重自然：一
种环境伦理学理论》（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的中译本把这两个术语分别翻译成“道德代
理人”与“道德主体”。后者的含义与本文提到的ｍｏｒ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相同。



他／她／它的行为是否遵循了一套恰当的、得到合

理证明的道德规则。在泰勒看来，人类（作为道

德行为体）要想对自然（作为道德承受体）表现出

尊重的态度，那么，他／她的行为就必须要遵守四

条基本的道德规则：不伤害（ｎｏｎｍａｌｅｆｉｃｅｎｃｅ）、不

干涉（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忠诚（ｆｉｄｅｌｉｔｙ）、补偿正义

（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２］（１１０－１２２）。如果一个道德行为

体在与道德承受体交往时遵循了这些基本规则，

那么，他／她／它就是给予了后者基本的道德关

怀。当然，遵守这些规则还只是道德行为体的

“显见义务”或“初始义务”（ｐｒｉｍａ　ｆａｃｉｅ　ｄｕｔｙ）。

在不同的道德境遇中，针对不同的道德承受体，

道德行为体所需履行的“实际义务”会表现出一

定的差异，对于那些既是道德承受体又是道德行

为体的义务对象，“尊重”原则所包含的内容会更

为丰富。

二、道德承受体范围的扩展

　　当代环境伦理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就

是明确区分了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这两个

概念。传统伦理学的一个未言明的假设是，所有

的人都是道德行为体，只有道德行为体才有资格

获得道德关怀并成为道德承受体。但是，人们的

道德实践却表明，很多人类个体都不具备道德能

动性，但是，人们对这些人的行为也要遵守某些

基本的道德原则。同时，随着动物保护意识和环

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主

流伦理学很难解释虐待动物与随意破坏自然环

境等行为的错误。此外，生命伦理学关于“胎儿”

道德地位问题（胎儿尚未出生，但是他／她们仍享

有道德承受体的道德地位）的争论更是使得传统

主流伦理学的概念工具捉襟见肘。于是，环境伦

理学对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所做的概念区

分逐渐被当代应用伦理学所接受，并为我们证明

作为道德行为体的人对不具备道德能动性的人

（作为道德承受体）所负有的道德义务提供了重

要的概念工具。这两个概念的区分表明，拥有道

德能动性、成为道德行为体并不是获得道德关怀

的必要条件，尽管拥有这些能力是获得道德关怀

的充分条件。这意味着，那些具备道德能动性的

存在物可以自动地成为人们道德关怀的对象，但

是，我们却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存在物（不管是人

类还是非人类）不具备道德能动性就自动地把

他／她／它排除在道德关怀的范围之外。

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

扩展了道德承受体的范围。环境伦理学的创始

人之一史怀泽重新界定了善恶的含义。在他看

来，“善是保持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

命”［４］（１９），“伦理就是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

意志”［４］（２６）。人类只有摆脱对自己的偏爱，抛弃

对其他生命的疏远，与自己周围的生命休戚与

共，才是道德的，只有这样，人才能成为真正的

人。这样，史怀泽就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到了

所有的生命。环境伦理学的另一创始人利奥波

德则是通过扩展伦理共同体成员的方式来完成

扩展伦理关怀范围这一任务的。在《沙乡年鉴》

的最后一章“土地伦理”中，利奥波德首先讲述了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赛的故事。奥德赛在

一次战争凯旋后回到家乡时用绳子吊死了１２个

女奴。利奥波德解释说，奥德赛杀死女奴的行为

并未遭受任何谴责，因为女奴只是财产，不是伦

理共同体的成员。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人们逐渐把所有的人都纳入了伦理共同体的范

围。在利奥波德的时代，人类还未开始考虑大地

共同体的问题，而大地伦理学的任务就是继续扩

展伦理共同体的范围，把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自

然存在物都视为同一个伦理共同体的成员，“把

人类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改造成大地

共同体的普通成员与公民”［５］（８０）。因此，根据利

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大地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

以及大地共同体本身都享有道德承受体的道德

地位。在《大自然的权利》一书中，纳什则把人类

道德进步的历程明确地阐释成道德关怀与权利

主体的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５］（３－６）。

当代环境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虽然人

类是唯一的道德行为体，但是，道德承受体的范

围却不限于人类。从不同角度扩展道德承受体

的范围，构成了当代环境伦理学的重要主题。从

不同的伦理学前提与价值预设出发，当代环境伦

理学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扩展到了动物（至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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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动物）、所有的生命存在物以及作为整体的

大自然，并形成了三个重要的理论流派：以辛格、

雷根为代表的动物中心主义（ｚｏ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认为

所有的动物都享有道德承受体的道德地位①；以

泰勒、阿提费尔德为代表的生物中心主义（ｂｉｏ－

ｃｅｎｔｒｉｓｍ）把所有的生命都视为应当获得道德关

怀的道德承受体；以奈斯、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生

态中心主义（ｅｃ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则把道德承受体的范

围扩展到了作为整体的自然生态系统以及这个

系统的构成要素［６］（９３－１３２）。

如果说当代环境伦理学还只是试图把道德

承受体的范围扩展到自然存在物，那么，当代机

器人伦理学则接过环境伦理学扩展道德关怀范

围的接力棒，试图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扩展至人

工物———人类设计并制造的机器人。当代机器

人伦理学主要从四个角度论证了机器人的道德

承受体地位。

（一）间接义务理据

在现代文明社会，绝大多数人认为，虐待动

物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人们用来证明这种错

误行为的伦理理据则分为两种：即直接义务论与

间接义务论。根据直接义务论，虐待动物的行为

之错误之处在于，这种行为或者损害了动物的利

益（动物解放论），或者侵犯了动物的权利（动物

权利论）。间接义务论则认为，虐待动物的行为

之所以是错误的，乃是由于这种伤害会导致对他

人的伤害，而伤害他人是错误的；“不伤害动物”

的义务是从“不伤害他人”这一直接义务中推导

出来的一种间接义务。阿奎那（１２２５－１２７４）较

早地表达了间接义务论的观点：“基督教的任何

教义看起来都禁止我们去残忍地对待那些不能

开口说话的动物，比如，禁止杀死幼鸟；这或者是

因为人们会把这种思维转移到残忍地对待其他

的人———既然会对动物残忍，也就会对他人残

忍；或者是因为对动物的伤害会导致对他人的现

世伤害———或是实施行为，或是其他暴行。”②因

此，在阿奎那看来，对动物的残忍行为之所以是

错误的，乃是由于这种残忍行为会间接地导致对

他人的伤害。康德也明确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对动物残忍的人在处理他的人际关系时也会对

他人残忍。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对待动物的方

式来判断他的心肠是好是坏。”［７］（２５）

上述理据完全适用于人与机器人的关系：人

们拥有不虐待机器人的义务，因为，虐待机器人

的人会养成虐待其他人的心理趋向与行为习惯。

人们对网络暴力游戏的一个普遍担忧是，这种游

戏会让游戏者养成“暴力思维”的习惯，并对现实

中的暴力行为变得麻木不仁。网络游戏中的暴

力还只是一种“虚拟的暴力”，可是，如果人们在

现实生活中以虐待机器人为乐，那么，这种虐待

就不是一种“虚拟的虐待”，而是“实实在在的虐

待”，是对虐待行为的实施、练习与强化。如果网

络中的“虚拟暴力”都值得我们担忧，那么，人机

交往中的这种“真实的虐待”就更值得我们担忧

了。因此，为了使人们避免养成虐待他人的思维

方式与行为习惯，我们就必须禁止对机器人的虐

待行为。“即使在一个最为宽容的社会里，对虐

待机器人的行为施加某些限制也是合理的。”［８］

（二）自我建构理据

康德在论证人对动物负有的间接义务时，除

了诉诸对他人的伤害理据，还诉诸人性与美德理

据。在康德看来，履行对动物的义务，是我们的

人性的展现。如果一条狗长期服务于它的主人，

那么，“当这条狗老了不能再为它的主人服务时，

它的主人应该照顾它，直到它死去”。相反，“如

果一个人因为他的狗没有能力再为他服务而把

它给杀了……［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不人道的，

是对他自身的人性的损害，而他有义务向他人展

现出这种人性”［７］（２５）。在这里，不承担对动物的

义务的行为所涉及的，就不是对他人的间接伤

害，而是对人性本身的损害。所以，康德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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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关心动物当作人性的内在要素来加以理解

和建构的。换言之，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人必须要

把对动物的关怀当作一种直接的义务来认可与

承诺。这关乎的不仅仅是动物的“应得”，更关乎

人性的完整。康德还认为，关心动物是人性的内

在情感，一个人如果“不想扼杀他的人性情感

（ｈｕｍａｎ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他就必须要以仁慈（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的方式对待动物”［７］（２５）。同理，如果人们虐待那

些为他们提供服务、能够与他们交流并能遵循人

类行为规范的机器人，那么，他们所伤害的就不

仅仅是机器人，他们还扭曲了自己的人格，减损

了人性本身的光辉，丧失了应有的美德。以这样

一种形象展现在他人与机器人面前的人，建构与

认可的是一种有缺陷的、不完美的人格。

（三）行为主义理据

在讨论人对动物的义务时，康德曾指出，一

条狗对它的主人提供的服务，类似于仆人所提供

的服务；因此，“当这条狗老了不能再为它的主人

服务 时，它 的 主 人 应 该 照 顾 它，直 到 它 死

去”［７］（２５）。康德这里提到的实际上是人与动物之

间的相互性或互惠性（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在实际的生

活中，人们都会对那些长期为其提供服务的家畜

或伴侣动物抱有某种感情，人们会把它们当作值

得从道德上加以关怀的道德承受体来对待，人们

还会为那些“义犬”“勇敢的战马”等树碑立传。

未来以强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机器人给我们提供

的服务无疑将比这些动物还要周到细致，而且，

它们还能遵循人类交往的基本礼仪与道德规范。

根据康德的相互性理念，机器人享有的道德地位

不应比动物更低。

在一些学者看来，机器人即使遵循了人类的

道德原则，它们也不是道德行为体，因为它们并

不理解那些道德原则的内容，而且，它们并不是

在依据道德原则行事，而是按照事先编程的软件

系统在运行［９］［１０］。这里涉及几个目前正在展开

的理论争论。首先，现代伦理学在评价一个行为

或政策（以及法律或制度安排）的道德价值时，大

多采取后果主义立场，即更多地关注行为的后

果，而不去追问行为主体的内在动机或主观意

愿。其次，自然人的主观动机比较容易识别，但

是，法人（如公司、各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的

动机却难以确定，法人没有自然人那样的中枢神

经系统，法人本身没有苦乐感受的能力。在对法

人的行为或决策进行道德评价时，我们主要根据

该行为或决策是否符合或遵循了大多数人所认

可的原则或价值，是促进还是伤害了相关主体的

合法利益，而不是去追问这个法人的“动机”是什

么。再次，根据行为主义理论，我们无法直接把

握人们的主观动机与内在想法，只能通过其外在

行为来推论其主观动机，我们无法在人们的外在

行为与其主观动机之间做出截然的区分。因此，

在操作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人或机器人的外在

行为等同于其内在动机。在评价人或机器人行

为的道德价值时，我们只需关注其行为的后果，

无须追问其主观动机。最后，从决定论的角度

看，人的道德决策与机器人的道德决策之间的区

别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人的道德抉择也

是由一系列相关的前置条件所决定的。当代的

机器人伦理学正是从这种决定论的角度来理解、

设计与制造“道德机器人”的。因此，从行为主义

的角度看，只要机器人做出了与人大致相当的行

为，我们就应当把机器人视为与人大致相当的主

体来对待。“如果某个行为体在行走、交谈与行

为方式方面都足够与我相似，那么，我即使不能

合理地认为它拥有心灵（ｍｉｎｄ），我也有义务把

它当作它好像是道德行为体那样来对待。”［１１］

（四）人机共同体理据

当代机器人伦理学的一个争议热点是，我们

是否应当研制性爱机器人（ｓｅｘ　ｒｏｂｏｔｓ）。美国学

者勒维在２００８年曾著书预言：２０５０年左右，人

们不仅能与机器人做爱，他们还想与机器人结

婚，与机器人保持浪漫的伴侣关系［１２］。反对研发

性爱机器人的英国学者理查森认为，研制性爱机

器人有物化女性与儿童的嫌疑；对性爱机器人的

使用和消费会助长人类的性虐待行为，长此以往

会使人们对其性伴侣失去同情心；使用和消费性

爱机器人会导致性交易的泛滥，进而对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１３］。此外，目前所研发的

性爱机器人缺乏“知情同意”的程序设置。在这

种情况下，人们对性爱机器人的使用与消费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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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强奸”的色彩，而且还会扭曲许多人的心

灵，使他们误以为在与潜在的人类伴侣发生性行

为时，后者的知情同意可有可无。［１４］（１８６－２１２）

为了避免出现这些负面的结果，我们就必须

要用尊重与知情同意的原则来约束人们与其机

器人伴侣之间的交往行为。在与作为性爱伴侣

的机器人发生性行为时，人们必须要征得对方的

同意。［１５］否则，我们认可的就会是一种包含了“强

奸文化”的交往规则，我们与性爱机器人之间建

立的就是一种剥削的、不平等的关系。而一种包

含了剥削的、等级性的共同体是一种不健康的伦

理共同体。因此，作为理性的成熟的道德行为

体，我们必须要认可和接受性爱机器人的道德承

受体地位，把人与性爱机器人都看成同一个人机

伦理共同体的成员来看待。否则，我们的共同体

就会蜕变成某种接受“强奸文化”的畸形的伦理

共同体。在这种畸形的共同体中，作为性别歧视

主义的态度、制度与行为模式的结果，人与机器

人之间的未经知情同意的性活动将变得常态化，

“强奸型人格”就会成为人机共同体中的一颗毒

瘤侵蚀伦理共同体的健康肌体。因此，如果我们

不得不与性爱机器人“比邻而居”，那么，我们就

必须要认可它们的道德承受体地位。如果我们

无法否认性爱机器人的道德承受体地位，那么，

我们同样无法否认护理机器人、看护机器人、助

理机器人、演艺机器人等社会机器人的道德承受

体地位。我们与这些社会机器人组成的共同体

同样属于伦理共同体，这样的伦理共同体不能奉

行否认其他成员之道德承受体地位的伦理歧视

主义的文化。

三、道德行为体范围的扩展

　　如果说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工作重心是扩展

道德承受体的范围，那么，当代机器人伦理学的

追求目标则是扩展道德行为体的范围。事实上，

在机器人伦理学诞生之前，即使最激进的环境伦

理学也只是认为，某些高等动物可能拥有某种道

德情感或初级的道德能动性。泰勒在提到“非人

类的道德行为体”时使用的界定词是“或许还存

在”，他心目中的非人类道德行为体指的是其他

的高等动物———一种自然的行为体（自然存在

物），而非人工的行为体（人工制造物）［２］（８－９）。历

史上还没有一位思想家严肃认真地思考或探讨

过人工道德行为体的可能性问题。当代机器人

伦理学的革命性变革表现为，它首先探讨的就是

人工道德行为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ＡＭＡｓ）

而非人工道德承受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的可能性问题；它对传统伦理学的最大挑战之处

在于，它试图扩展道德行为体（而非道德承受体）

的范围。

因此，当代机器人伦理学的目标与使命就是

探讨人工道德行为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国际

著名的机器人伦理学家、《道德机器：如何让机器

人明辨是非》（２００９）一书的作者之一艾伦明确指

出，“研发人工道德行为体（ＡＭＡｓ）的终极目标

应当是制造道德上值得称赞的行为体”［１６］。美国

康涅狄格大学哲学教授、《机器伦理学》（２０１１）一

书的主编安德森亦认为，机器伦理学的核心目标

是制造自主的道德机器［１７］（２１－２７）。事实上，人工智

能与机器人伦理学的主流声音是，“ＡＭＡｓ是必

须的也是必然的”［１８］（３３）。研究与开发人工道德行

为体不仅是可欲的，而且势不可挡。

鉴于研发具有道德能力的智能机器人是机

器人技术的既定目标，因而很多学者认为，机器

人不仅是道德承受体，还能够成为道德行为体。

在美国索诺马州立大学的哲学教授萨林斯看来，

自主性、意向性、履行责任是成为道德行为体的

三个充分条件；将来的机器人能够拥有这三种能

力。“可以肯定，只要我们追求这种技术，那么，

未来高度复杂的、具有交往能力的机器人将是拥

有相应权利与责任的道德行为体。”［１９］土耳其学

者达文波特亦认为，“与机器一样，人类及其道德

都是可计算的，因而，前者可以被建造成一个道

德行为体”［２０］。

事实上，不仅大多数机器人伦理学家认为，

机器人可能成为道德行为体，而且，他们还对道

德行为体的类型做了区分。例如，穆尔曾区分了

四种伦理行为体。（１）其行为具有伦理后果的伦

理行为体（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ｇｅｎｔｓ），即代替人类从

事重复、枯燥或危险工作的行为体。（２）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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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行为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即安全性

与可靠性程度较高、对它的使用不会给人类带来

负面影响的行为体。（３）显性的伦理行为体（ｅｘ－

ｐｌｉｃｉｔ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即伦理原则与规范已经编

入其软件系统、且能依据“道义逻辑”进行推理的

行为体；获得沙特公民资格的索菲亚已初步具备

显性伦理行为体的雏形，而电影《机械姬》中的

“爱娃”则是合格的显性伦理行为体，已经属于享

有道德行为体地位的机器人。（４）完全的伦理行

为体（ｆｕｌ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即能够做出清晰的道

德判断、具有较大的道德自主性的行为体。［２１］一

般认为，只有具有意识、意向性与自由意志的存

在者才能成为完全的伦理行为体。这样看来，第

一类、第二类行为体都不能算是道德行为体，因

为它们的行为不是出于特定伦理原则或道德规

范的引导。第三类行为体符合道德行为体的基

本定义，因而能够发展成为人工道德行为体。第

四类伦理行为体的标准比较高，只有那些正常的

理性的人类个体（而非所有的人类个体）才会成

为这类道德行为体。“鉴于我们目前对道德推

理、人工智能、认知机制等的理解，我们至多能够

制造出显性的伦理行为体，这种伦理行为体能够

做出某些道德判断（这些判断不是作为软件预先

编入其系统中的），并有能力对它们为何会做出

那些道德判断做出解释。”［２２］

一些学者认为，机器人不仅能够成为道德行

为体，将来还会是拥有权利的道德行为体。荷兰

学者科齐伯格从人机共同体的角度证明了机器

人拥有权利的可能性［２３］。美国学者冈克尔根据

“能够”与“应当”两个变量，指出了谈论机器人权

利的四种不同话语表达方式。

机器人不能够拥有权利，也不

应当拥有权利

机器人不能够拥有，但应当拥

有权利

机器人能够拥有权利，但不应

当拥有权利

机器人能够拥有权利，也应当

拥有权利

第一种观点认为，机器人不能够拥有权利。

根据“能够蕴含应当”的定律，机器人不应当拥有

权利。因为，在机器人无法理解和享有权利的情

况下，说它们不应当拥有权利似乎是顺理成章

的。这种观点完全把机器人当作工具来看待。

第二种观点认为，机器人不能够拥有权利，但是，

我们应当把它们当作拥有权利的主体来对待。

第三种观点认为，即使机器人拥有理解和分享权

利的能力，它们也不应当享有权利。第四种观点

认为，机器人能够理解并看重自己的权利，因而

机器人应当拥有权利。［２４］冈克尔认为，第一种观

点虽然可以理解，但是缺乏前瞻性；第二种观点

值得同情，但不具有可操作性；第三种观点是非

理性的。他自己赞成第四种观点，并依据列维纳

斯的他者哲学，证明了作为他者的机器人拥有权

利的可能性。

四、构建后人类主义的伦理文化

　　由上可见，在当代环境伦理学与机器人伦理

学的推动下，不仅道德承受体的范围得到了扩

展，道德行为体的俱乐部似乎也增添了新的成

员：具有道德思维能力的机器人。从道德行为体

的角度看，我们的道德生活空间似乎出现了三类

不同的道德行为体：（１）完全的道德行为体（正常

而理性的自然人）；（２）不完全（显性）的自然道德

行为体（青少年）；（３）不完全（显性）的人工道德

行为体（社会机器人）。我们可以把第一类道德

行为体称为完美的道德行为体（ｐｅｒｆｅｃｔ　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把后两类道德行为体称为不完美的道

德行为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完美的道

德行为体享有完整的道德权利；不完美的道德行

为体只享有部分道德权利。在道德行为体俱乐

部中，完美的道德行为体享有家长的崇高地位与

特殊责任，需要承担起对后两类道德行为体的监

管责任与教化义务。从道德承受体的角度看，我

们至少可以看到五种不同类型的道德承受体：

（１）既是道德行为体又是道德承受体的自然人；

（２）既是道德行为体又是道德承受体的机器人；

（３）作为单纯道德承受体的人类成员；（４）作为单

纯道德承受体的自然存在物（动物、植物与生态

系统）；（５）作为单纯道德承受体的机器人。这五

类不同的道德承受体施加给道德行为体的义务

的强度是有差别的。

很显然，随着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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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扩展，由多种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组成

的伦理共同体变得更为复杂了，人们的道德生活

也因此需要面对更多的挑战［２５］。但是，人类研发

更为先进和完美的机器人的步伐是无法阻挡的。

人为地阻止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也是不明智的。

因此，人类（作为完美道德行为体）唯一明智的选

择就是理性地面对科技进步给人类的道德生活

所带来的全新挑战。应对这种挑战的方式之一，

就是构建后人类主义（ｐｏｓｔｈｕｍａｎｉｓｍ）的伦理文

化。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我们认为，这种新型的

伦理文化至少应当包含四个重要元素。

第一，伦理拓展主义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ｓｍ）。面对日益多元的道德主体，我们需要拓展

人类的伦理思维空间。伦理思维空间包含两个

维度，一个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伦理学维度，一个

是作为生活实践的道德关怀维度。在道德实践

与学术研究方面，近现代文明都只把人与人的关

系纳入了伦理思维的空间。但是，从历史角度

看，我们会发现，在人类的神话思维中，人类、各

种神祇甚至动物都是道德行为体；神与神之间、

神与人类之间、神与动物之间、人类与动物之间

都存在着某种伦理关系；神、人类与动物之间的

交往也遵循着某些伦理原则。因此，在道德主体

日益多样化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激发人类的道

德想象力，从学术与实践两个维度拓展伦理思维

的空间，重新勘定道德生活的空间范围。

第二，非人类中心主义（ｎｏ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

ｔｒｉｓｍ）。随着伦理思维空间的扩展，我们发现，

人类不仅不再是唯一的道德承受体，也不是唯一

的道德行为体。毫无疑问，人类仍将是这个扩展

了的伦理大家庭的家长和监护人。这是他的独

特价值所在。但是，人类肩负的道德责任也因此

越来越沉重了。他不仅肩负着建构和维护人类

内部的伦理秩序的重任，还肩负着建构并维护人

类与自然之间、人类与机器人之间、机器人与机

器人之间的伦理秩序的全新使命。在世俗的意

义上，人类或许会活得“很累”，但在伦理和精神

的意义上，他也将因此而变得更加伟大和崇高，

成为一个真正生活在“天地境界”中的“天民”。

第三，后科学主义（ｐｏｓ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科技

的飞速发展把人类“抛入”了一个高度技术化的

世界中。在这个高度技术化的世界中，人类的生

活既是方便、舒适与高效的，同时又是充满风险

的。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科学理性，但是，我们也

不能陷入科学主义的误区。科学理性能够帮助

人类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它却不能解

答“人类应当追求什么样的梦想”的问题。要解

决人们之间的价值分歧甚至价值冲突，我们也只

能诉诸价值理性，而不能指望科学理性。在对那

些将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决策进

行选择时，我们需要在技术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

实现某种平衡。总之，科学技术虽然是社会进步

的最重要的助推器，但是，我们必须站在后科学

主义的高度理性地把握文明进步的方向盘。

第四，全球主义（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技术的进步日

益把地球缩小成“地球村”。全球气候变暖、全球

金融安全、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全球反恐合作

等全球问题使得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为了有效地应对和解决这些全球问题，人类需要

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认可并践行世界主义

的全球共享价值，建构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体制的

世界主义的全球制度。只有在这样一种世界主

义的全球制度的保障下，各民族才能真正实现全

球性的环保合作。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就必

须首先实现人与人之间（尤其是民族国家之间）

的和解。机器人技术的研发同样需要达成某种

国际共识。一方面，我们应在联合国的协调下，

防止各民族国家（尤其是对国际事务有主导权的

国家）把机器人技术的研发演变成军备竞赛的新

战场。这意味着，应当禁止研发作为杀人恶魔的

杀人机器人（ｋｉｌｌｉｎｇ　ｒｏｂｏｔｓ），应当把“不杀害任

何自然人”作为一条“底线伦理”植入机器人的软

件程序中。另一方面，对于作为显性道德行为体

（不完美的道德行为）的机器人的设计，国际社会

也必须要达成某些共识；要把人类社会的价值共

识当作这类机器人必须遵循的“底线伦理”。只

有这样，未来的机器人才能真正成为人类道德事

业的合作者，而非人类的终结者。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今天，各国的经济

交往与文化交流虽然日益频繁，但是，许多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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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上却仍然深陷在狭隘民族主义与伦理相

对主义的窠臼中。狭隘民族主义与伦理相对主

义不仅是国家间悲剧的主要根源，更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主义文化的重大障碍。要实现

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文化向后人类主义伦理文化

的转型，人类就必须首先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价值观上实现从伦理相对主义向伦理普遍主义

的转变，实现人类内部的和谐统一，建构价值论意

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把全球主义文化的培

育作为构建后人类主义文化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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